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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冯契，既是一位哲学家，又是一位哲学史家。作为哲学史家，他的兴趣在于中国近代哲学历史的研

究。从他的这些研究和著述中，我们可以体悟到关于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它包括三个

方面：一是对 19-20 世纪中国哲学问题的把握；二是对 19-20 世纪中国哲学传统的思考；三是对 19-20 世

纪中国哲学研究视域的拓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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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契，既是一位哲学家，又是一位哲学史家。作为哲学史家，他的兴奋点实在于对鸦片

战争以后中国近代哲学历史的研究，他的最精彩的论著莫过于《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

从他的这些研究和著述中，我们不仅能够看到关于中国近代哲学史的许多精辟的见解，而且

还可以体悟到关于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方法论启示。两者相比，就笔者的感受论，后

者可能比前者更为重要。因此，在这里仅就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谈一

点自己的感受和心得。这些感受和心得概括起来有三：一是对 19-20 世纪中国哲学问题的把

握；二是对 19-20 世纪中国哲学传统的思考；三是对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视域的拓展。 

一、“哲学要回答时代的问题” 

“哲学要回答时代的问题”，
[1](P344)

这是冯契对中国近代哲学进行理解和阐释的一个基本

点。他曾写过一篇题为《哲学要回答时代的问题》的论文，专门来谈中国近代哲学革命所面

临的问题。在他的《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绪论中，也突出地对这个问题作了专门论

述。 

冯契很重视以问题为中心来展开哲学史的研究。这一点在他的《中国古代哲学的逻辑发

展》与《中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中鲜明地体现出来。但如果细读这两部可作为兄弟篇的

哲学史，又会发现其间的不尽相同之处：前一部哲学史讲问题，更着重于哲学史的逻辑的一

面；后一部哲学史讲问题，则更强调哲学史的历史的一面，且特别强调中国近代哲学史与中

国近代文化历史大变迁的联系。 

在冯契看来，中国近代哲学尽管是在古今中西文化及其哲学的碰撞与交汇中发展起来

的，具有由古代哲学转变为近代哲学的革命意义；但又与中国古代哲学存在着历史的连续性，

特别是在主要哲学问题上存在着历史的连续性。这种历史的连续性，体现了哲学史的内在的

逻辑进程。他十分重视这种哲学史的内在的逻辑进程，认为这种哲学史的内在的逻辑进程在

中国哲学历史中是通过它所特有的问题而展开的。他指出：“中国哲学已经经历了几千年的

独立发展，有着深厚的传统和民族特点。中国近代哲学是中国传统哲学在近代的合乎逻辑的

发展。” 
[2](P14)

具体地说，中国古代哲学环绕哲学的根本问题即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开

展，集中表现在天人之辩、名实之辩、心物（知行）之辩、理气（道器）之辩四个重大问题

上。中国近代哲学则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对上述问题展开了具有近

代特色的思考与论争。 



 

 

但冯契更认为，中国近代哲学发展不仅仅为这种历史连续性所规范，而且还深受时代的

影响；中国近代哲学所思考和论争的哲学问题，也不仅仅是哲学史上所原有的，而且还有来

自时代的提问。他认为，哲学史作为围绕思维与存在关系问题而展开的认识辩证法，归根结

底来源于社会实践。“所谓根源于社会实践，是说社会阶级斗争、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是哲

学思想产生和发展的源泉。社会斗争制约着哲学的发展，通常是通过政治思想斗争这一环节

来实现的，而生产斗争、科学实验制约着哲学的发展，通常是通过自然科学这一环节来实现

的。这两方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着的，它们统一于社会实践。” 
[3](P3-4)

他又对社会实践

对哲学的根源性影响进行了深入的具体分析，认为：“一般的情况是这样：在革命的时代，

政治思想斗争对哲学的影响更显著一些；而在社会稳定发展的时代，科学的进步与哲学的关

系就显得更重要一些。中国近代是一个革命的时代，所以，我们要着重考察中国近代的社会

矛盾如何通过政治思想领域的斗争而制约着哲学的发展。” 
[4](P4)

因此，冯契根据中国近代的

时代特点，强调中国近代哲学家所要回答的哲学问题，不只是要回答哲学史上原有的问题，

而且更要回答时代的提问。 

时代向中国近代哲学家提出了什么问题呢？冯契指出：“在中国近代，时代的中心问题

就是‘中国向何处去？’——— 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如何才能获得自由解放，摆脱帝国

主义的压迫、欺凌和奴役？一百多年来，无数志士仁人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就是为了解决

这个问题。这个时代的中心问题在政治思想领域表现为‘古今中西’之争，其内容就是如何

向西方学习，并且对传统进行反省，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以便使中华民族走上自由解放

的道路。这一政治思想领域中的关于‘古今中西’的论争，实质上是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

现实斗争的反映。” 
[5](P4-5)

因此，冯契强调：“研究中国近代哲学，首先要看到这一特点：中

国近代史上很多思想家是爱国者，是革命家，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希望，代表了中华民族

的优秀传统。他们的热情、意志、思想都集中在解决‘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而‘中国向

何处去’的问题，就表现为政治思想领域的‘古今中西’之争。” “在中国近代史上，许多

有成就的思想家并不是专门研究哲学的，他们研究哲学主要是为了回答‘中国向何处去’的

问题。” 
[6](P6)

在他看来，这个时代的问题，是中国近代哲学的特殊问题，也是中国近代哲学

的根本问题。其所以为特殊问题，因为这是以往数千年的中国哲学发展所不曾面临过的。其

所以为根本问题，因为这一问题贯穿着中国近代哲学的全部历程，并制约着中国近代哲学对

历史观、认识论等问题的回答。冯契说：“在中国近代，关于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的哲学

论争，集中地表现在历史观和认识论这两个领域，这是同哲学要回答‘古今中西’之争密切

相关的。而中国近代哲学革命的伟大成果，就表现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正

确地解决了中国近代社会的‘古今中西’之争，也就是正确地回答了一定历史阶段上的‘中

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于是哲学革命就成了政治革命的先导。”
 [7](P7)

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

的研究，十分重视把握“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的问题，以此为纽结来考察和揭示中国近

代哲学的展开。这是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研究与他的古代哲学研究一个很大不同的地方。 

冯契的这一思想是富于启发性的。他在这里实际上是提出了哲学史上的两种提问方式的

问题：一种提问方式是哲学发展的自身逻辑开展所致，另一种提问方式则是哲学发展为文化

历史影响所致。由于黑格尔哲学史观的深刻影响，在哲学的两种提问方式之间，长期以来哲

学史家们往往更为关注前者，而不大关注后者，甚至认为后者的一些内容根本就不是哲学史

的研究对象，把它们摒弃于自己的视域之外。特别是一些以西方哲学为各民族哲学发展唯一

尺度的研究者，总是千方百计地以西方哲学的尺度去裁量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的发展，以为

这些直接来自 19-20 世纪中国文化历史的特殊提问方式和特殊问题，不是什么哲学问题，最

多只能算是思想问题，似乎只有谈康德、黑格尔的思辨哲学才算是谈哲学，而谈孙中山、毛

泽东的政治哲学就不算是谈哲学。这就使得对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的研究总是停留在纯粹的

哲学范围里，而不甚关注这些直接来自文化历史的提问及其思考，缺乏由形上世界走向生活

世界的兴趣。其实，这些哲学问题同样是值得重视、值得研究的，同样是可以而且应当成为



 

 

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的。甚至可以说，正是由于有了这些问题进入到哲学史

研究中，哲学史研究才能保持同人的文化历史、同人的生活世界的更为密切更为鲜活的联系，

才能保持鲜明的时代气息和民族根性，也才能不断丰富自己的研究内容、拓展自己的思维空

间。特别是环绕“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的大问题，百年之间一代又一代先进中国人上下

求索，在 20 世纪中国思想世界留下了深深浅浅的无数足迹。当社会主义中国已经成功地进

入 21 世纪的时候，去回溯这些思想足迹，从中总结出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对于中国

的未来发展，其意义自然是非常重要的。因此，尽管这些问题没有在中国古代哲学史上出现

过，更不曾在西方哲学史上出现过，也不是那种纯概念纯逻辑的东西，但却有自己的理论价

值和实践价值，有自己激动人心的地方，有自己值得哲学史家认真研究、反复发掘的思想底

蕴。一个关注中国历史命运和未来发展的中国哲学研究者，尤其应当关注 19-20 世纪中国哲

学中这些直接来自文化历史进程的哲学问题，关注这些与“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的大问

题密切相关的哲学问题。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不仅是一个如何看待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的问

题，而且还深刻地反映了哲学史观的不同。 

二、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与近代传统 

冯契十分重视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传统问题。他认为，中国哲学有着自己的一以贯之的

传统，而中国近代哲学正是中国传统哲学在近代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但同时，冯契又指出中

国哲学的传统不是一成不变的，特别是自鸦片战争以来，由于中国社会历史的大变迁，中国

哲学的传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继古代传统之后而形成了近代传统。他由之提出了关于中国

哲学两种传统的理论。 

在冯契看来，中国文化传统具有变迁性，有一个由古代传统而近代传统的转变。他不同

意把中国文化传统仅仅看作是属于在古代就已既定而永远如此的东西。他说：“一谈到传统，

人们往往就想到古代传统，如说，中华民族有 5000 年文明史，自孔子以来有 2000 多年的儒

学文化传统，我国的文化传统主要是儒道两家（或儒释道三教）相互作用的历史，等等。不

错，我们有悠久的古老的民族文化传统，这是足以自豪和需要批判地加以继承的。但是，构

成当代人直接精神背景的，却不是原封不动的古代文化传统。古代文化中那些在当代生活中

依然有生命力的东西，大多是经过近代历史的筛选，并发生了不同程度变形的东西。所以，

批判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首先应注意的是自1840年以来100余年间形成的近代传统。” 
[8](P511-512)

在这里，冯契明确地强调了中国文化发展中存在着古代传统与近代传统，说明了它

们之间的联系与区别，主张在重视中国文化的古代传统的同时也要重视中国文化的近代传

统，因为对现代中国人的生活世界发生直接影响的，是中国文化的近代传统。 

具体到作为中国文化精华的中国哲学，冯契认为也经历了由古代传统而近代传统的转

变。他反复指出：“中国近代哲学既是古代哲学的延续，又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形成了新

的近代传统。” 
[9](P513)

 “民族文化传统，包括哲学传统，在近代、在 20 世纪，已发生了很

大变化。” 
[10](P608)

在这里，冯契强调这一哲学传统的转变不是一种量的变化，而是一种质的

变化，因此称之为“革命性的变革”。他说：“‘变革’，那就是说，哲学思想、哲学范畴在这

期间发生了质的变化。” 
[11](P608)

而这种新的近代哲学传统，在冯契看来，既包括了思想成果，

又包括了理论不足。他说：“哲学革命已取得重要成果（特别是历史观和认识论领域），但也

留下一些重要问题待后人去解决。如逻辑和方法论、自由学说和价值论，近代哲学家虽作了

许多探讨，却未曾作系统的总结：智慧学说（和本体论相联系着）也是薄弱环节，而鲁迅对

‘国民性’的分析批判则几乎被遗忘了；等等。哲学革命还在继续着，而近代的传统（不论

是成果，还是遗留问题），都明显地影响着当代人的哲学思维。” 
[12](P513)

在他看来，这种近

代哲学传统有其复杂性，不能简单化；但不论是其成果还是其不足，都是有着深刻影响，尤

其值得重视的。 



 

 

正是这样，冯契在中国近代哲学研究中，特别重视把近代哲学传统发掘出来。在他看来，

这种发掘工作包括了三方面的内容：一是传统的哲学范畴取得了新的内涵，二是西方传来的

新思想与中国传统的融合，三是中国近代哲学的独特创造。他尤为重视第三方面，说：“中

华民族历来是富于创造精神的民族，近代严峻的现实条件的挑战，更激发了她的创造性。上

述两方面，即哲学思想的推陈出新和会通中西，其实质正在于创造。在近代哲学史的各个阶

段，哲学家不断提出新观念来反对旧观念，推进了哲学的革命进程。而如熊十力提出‘翕辟

成变’和‘性修不二’的学说，金岳霖提出‘以得自经验之道还治经验之身’的知识论原理，

毛泽东根据‘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来阐明认识运动的秩序等，我以为，都是哲学上的创造

性贡献。”
 [13](P609)

所谓中国哲学的近代传统的形成，正是中国近代哲学家们进行这种独特创

造的结晶。 

由此出发，冯契揭示了中国哲学的古代传统向近代传统的转化，必然存在着一种哲学史

上的革命变革。对于这一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冯契也承认有着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但他更

认为，从总的趋势向上看，从其中的理论成就上看，仍然是值得肯定的。因此，他力图在中

国近代哲学史研究中对这一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作出鲜明的凸显和总体上的认肯。他的《中

国近代哲学的革命进程》的书名，即表明了他对于这一哲学史上的革命变革的态度。而他对

中国近代哲学的成就与缺陷的衡论，也是立足于此的。 

如对于新文化运动，冯契尽管对其激烈反传统的倾向提出了批评，但在总体上作了肯定，

指出：“新文化运动激化了古今中西之争，加速了中国哲学近代化的步伐。‘打倒孔家店’的

口号虽被某些人视为过分激烈了，但在当时是完全必要的。……至于科学和民主两面旗帜，

当然包括多方面的意义，但就哲学的近代化来说，就是要求在思维方式上用科学方法取代经

学方法，在价值观念上用近代的自由原则取代封建的权威主义。所以，新文化运动使中国哲

学在近代化进程中的批判对象和战斗任务更加明确起来了。” 
[14](P309)

在他看来，新文化运动

的意义、必然性与合理性，是在两种传统的交替之中显示出来的。所谓新文化运动的激烈反

传统，实是新传统取代旧传统的一种大转变。 

又如，对于梁启超的评价，冯契也有自己的心得。他在一封信中谈到：“最近重读了梁

启超的许多著作。过去我老觉得此人‘流质易变’，像泥鳅一样难以把捉。现在我比较了解

他了。在戊戌变法至 20 世纪初，他确实是‘新思想界之陈涉’。他那时要求个性解放，鼓吹

精神自由，对中国人的奴性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文章写得痛快淋漓。后来他退缩了，又老想

在政治上实行改良主义，不甘寂寞，不能专心在学术上深入下去，因此作不出什么可观的成

绩，给人以浅薄、芜杂的印象。但他在戊戌变法至 20 世纪初的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那时

还不到 30 岁，真是个天才！‘道德革命’、‘史学革命’、‘诗界革命’、‘小说界革命’等等口

号，都是那时提出来的。中国传统文化中确有许多宝贵的蕴藏，以后会起持久的影响的。但

是，也不必那么气呼呼地批评人搞‘全盘西化’。至于对所谓‘国民性’进行剖析、鞭挞，

那正是从‘新思想界之陈涉’梁启超开始的。” 
[15](P346)

在他看来，从批判旧传统、开创新传

统的意义上，梁启超的思想贡献是值得肯定的。 

冯契的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两种传统的思想，对于从中国文化传统与中国哲学传统上

来疏理和评价 19-20 世纪中国哲学，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在一个时期内，一些学者强调鸦

片战争后的文化变迁、特别是西方思想的大规模传入和新文化运动造成了中国文化传统的断

裂，认为这种断裂破坏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传统哲学的正常发展，是“反传统”所造成的

“中国意识的危机”，
[16]

因而对鸦片战争后的文化变迁、特别是对西方思想的大规模传入和

新文化运动持否定的态度。其所以如此，原因当然不止一端，但如何看待文化传统和哲学传

统，不能不说是一个关键性的问题。如果持中国文化及其哲学只有一种传统的主张，那当然

会得出“中国意识的危机”的结论；而如果用冯契提出的两种传统的观点看问题，则会发现

“中国意识的危机”实反映了中国文化及其哲学由古代传统向近代传统交替的矛盾性与复杂



 

 

性，其中的冲突与论争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和合理性，并不是个别思想激进人物活动的结果。

可以说，冯契的两种传统的主张，实为衡论 19-20 世纪中国哲学发展，衡论 19-20 世纪中国

哲学与以往中国哲学的关系，提供了一个新的参照系。这一新的参照系之提出，是冯契活用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以之考察中国近代文化与哲学发展的结果，其间既具有历史的

唯物论，又具有历史的辩证法。 

三、扩大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视域 

冯契对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除了重视哲学自身问题的开展外，同时也很重视哲学与

其他观念形态之间的联系。通过探讨哲学与其他观念形态之间的联系，把中国近代哲学史研

究引向一个更广阔的视域，是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冯契对于中国近代哲学开展的许多领域予以了关注，包括了美学、逻辑学、伦理学诸多

领域，这些领域是以往哲学史研究中很少予以关注的。如对于历史上的美学问题，长期以来

只是美学史的内容，而不是哲学史的内容。但冯契很重视近代美学的开展以及与哲学发展的

内在联系。他对于近代美学意境理论的开展作过专门的深入探讨，认为王国维、梁启超、朱

光潜、宗白华、鲁迅对于意境说最有贡献。他说：“总起来看，中国近代美学关于意境理论

的探讨，是有成绩的。王国维开始使传统的意境理论近代化，他运用西方的典型化学说来解

释诗词的意境，有给人耳目一新之感。但他有形式主义、脱离现实的倾向，片面地强调了严

羽、王渔洋等为艺术而艺术的传统，以致使后人产生一种错觉，以为一讲意境、境界，便是

司空图、严羽那一套。王国维以后，梁启超讲趣味，朱光潜讲形相的直觉，宗白华讲艺中之

道，他们各自强调了一个侧面。这样，他们把意境理论问题的探讨引向了深入，使理论内容

更丰富了，但同时也都导致了唯心主义。鲁迅批评了文艺脱离现实、超功利的倾向，比较正

确地解决了艺术趣味的相对性与永久性的问题。他要求在社会历史背景中来考察艺术意境，

并强调指出要重视那‘金刚怒目’式的传统。鲁迅对艺术意境理论和典型性格理论，都作了

创造性贡献，他为建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美学作了开拓性的工作。”
 [17](P304-305)

在《中国近

代哲学的革命进程》一书中，冯契设立了若干专节，用不少篇幅论析了中国近代美学的开展。

如在第二章第六节中专论王国维，其中设有一小节《美学上的境界说》；在第三章第八节中

专论鲁迅，其中设有一小节《现实主义的美学思想》；在第四章第四节中专论朱光潜，标题

为《朱光潜：美学上的表现说》。在这部书里，中国近代美学融为了中国近代哲学史的有机

内容。 

冯契不仅通过对哲学问题的拓展来扩大中国近代哲学研究的视域，而且对中国近代哲学

的发生和发展的文化历史背景予以了特别的关注。这种关注不仅表现为如本文第一部分所

述，冯契重视时代变迁对于哲学问题域的影响，而且表现为他注意到大的时代变迁中具体的

时段、具体的文化历史环境对于中国近代哲学发展的影响。冯契曾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谈

到文化历史的具体环境对于新思想新哲学开展的影响。他在致一友人的两封信中都谈到这一

点。在一信中说：“我以为，在中国近代，真正能培养成真实的独立人格的时期和地点却也

不多。戊戌时期的湖南时务学堂、同盟会办民报时期、‘五四’新文化运动、30 年代上海、

40 年代昆明，这些大概是比较利于性格形成的环境。” 
[18](P358)

在另一信中说：“我曾说起，

像‘五四’新文化运动，30 年代上海，抗日救国民主运动中是能产生真实的性格的。在这

样的时期，人们自动地参加革命斗争，不是出于外在权威的命令，不是为名为利，也不是按

照一定公式办事。虽然像林冲，也是逼上梁山，但他终究是自己选择的道路，所以他是个可

爱的真实的性格。” 
[19](P361)

因此，冯契很重视从具体的时段、具体的文化历史环境来研究哲

学史、思想史。对于这方面的一些研究成果，如周子东等著《马克思主义在上海的传播

（1898-1949）》一书，他给予了积极的评价。他很赞赏该书作者所做的资料工作，称赞他们

对近代上海作了深入的了解，说：“本书作者做了很扎实的资料工作，查阅了从 19 世纪末的

《西国近事汇编》、《泰西民法志》等罕见文献一直到解放前夕的众多报刊、书籍，并访问了



 

 

许多三四十年代曾在上海从事革命文化工作的老同志，所以资料是掌握得比较全面的。”又

认为这一研究很有启发性，认为从当年上海的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能学到传播和发展中国马克

思主义的真精神，说：“为什么自‘五四’至三四十年代，上海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能有那

么大的贡献？这是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当时上海的马克思主义者，既没有掌握政治权力，也

缺乏经济力量作后盾，而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却势如破竹，在历次论战中接连取得胜利，迅速

渗透到各个学术文化领域，并为广大群众所接受。这是靠的什么力量呢？不是别的，主要是

靠理论和掌握理论的人本身。” 
[20](P516-517)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冯契又主编了《中国近代社会思潮研究丛书》，从思想史的视域，

对中国近代的自由主义思潮、无政府主义思潮、唯意志论思潮、文化保守主义思潮、佛教复

兴思潮等进行分别探讨。对于这一工作，冯契在一封信中有过说明：“《中国近代社会思潮丛

书》是由我的几个学生发起组织的，要我挂个主编的名义，计划出 10 种。去年已出版 3 种，

我倒是把清样都看了的。这些问题都比较敏感，现在恐怕也只能说到这个程度。”
 [21](P370)

从

这封信里，可以看出冯契是赞成扩大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视域，由哲学史研究而进至社会

思想史研究这一更广阔的研究视域的。在冯契看来，社会思想史研究与哲学史研究具有不同

的特点。他在《丛书总序》中说：“收入本丛书的著作，它们所研究的，可以主要是哲学思

想、或者政治思潮、或者文化、宗教思潮，即每一部著作的侧重面可能颇不相同，但作为丛

书整体，强调的是社会思潮。换句话说，不管这些思潮的侧重面在哪里，它们都是对整个社

会发生广泛影响的思潮，而不是只在狭窄的专业圈之内发生影响的理论。所以，收入本丛书

的著作与一般的近代哲学史或思想史的著作将有很大的不同，它常常需要跨越政治、哲学、

宗教、文学艺术、教育乃至俗文化、社会生活方式等诸多领域，从而反映出社会思潮自身的

广度与深度。在方法上，本丛书注重研究在中国近代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西方思想如何

传入并影响中国，而中国古代传统又如何被发掘、继承及转化，从而形成的一系列社会思潮

既具有时代特征，又富于民族特点。由于其中相当一部分社会思潮是在西方同类思潮的传播

下发展起来的，所以为了要把握它们的近代民族特点，又需要通过中西比较的途径。”在冯

契看来，这种研究对于包括中国近代哲学研究在内的中国近代思想诸领域研究，都有积极的

推动作用。他说：“我们希望借助这种研究跨度和研究方法，提高社会思潮研究的学术价值，

以期引起多种学科的专业工作者的注意。” 
[22](P3)

这表明，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的视

域，具有一种相当大的开放性，是在不断的扩展之中的。 

冯契对中国近代哲学史研究视域的扩展，使我们看到，19-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需要有

一个更为广大的视域，特别是有一个由哲学史研究走向思想史研究的问题。这一研究视域的

扩展，其实不仅是一个研究范围的扩大问题，更是一个研究范式的转换问题。这一思维范式

转换的根本点在于，由哲学史所强调的“思”而转向思想史所强调的“史”。近二十多年来，

由于哲学史研究与思想史研究的逐渐疏离，使哲学史研究往往更注重哲学自身的逻辑展开，

而对于哲学与文化历史、与中国思想世界之间的联系则被忽略了，往往只知在纯哲学的思辨

中打圈子，而看不到还有许多这圈子之外的来自文化历史、来自中国思想世界的丰富而深刻

的思想内容。特别是 19-20 世纪中国哲学，更是与这一时代的文化历史大变迁密切关联，更

是与这一时代的中国思想世界的各种思潮相呼应相融合，不论是问题的提出、思潮的展开，

还是学派的形成、体系的建构，往往都深深打上了这一时代的文化历史大变迁的印记，受到

中国思想世界诸思潮的影响。如果只探讨“思”而不看到“史”，19-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

是难以深入开展的。因此，沿着冯契所开辟的研究视域，更多地吸取思想史研究的内容，使

“思”的探讨与“史”的研究结合起来，使研究工作更具有历史感与现实感，就是今日深化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了。 

总之，冯契的中国近代哲学史的研究，为我们进一步开展 19-20 世纪中国哲学研究留下

了富有启示的方法论，我们应当认真加以继承和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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